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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鼎革后，清廷为压制南方的反抗势力，保障江南财赋重地的安全，在明朝留都南京（清改称江

宁）设立八旗驻防。八旗军驻扎于江宁“满城”中，是清廷维系江南统治的军事支柱之一。基于“首崇满
洲”之国策，江宁八旗驻防在行政、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皆自成体系，满城也由此成为享有
特权的城中之城。截至目前，学界对于江宁八旗驻防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但由于清代江宁并未编
修驻防专志，前人往往只能利用实录、地方志、八旗通志等习见文献以及部分已出版档案进行研究。受
史料来源的限制，若干关键问题难以解决，相关史事细节亦无法厘清。本文拟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所藏清代满、汉文档案为基础，并结合其它史料，对清代中前期江宁八旗驻防的军事训练、旗地的分布
与经营、旗人生计等问题进行新的探讨，以期深化清代八旗驻防制度与南京城市发展史的认识。

一、江宁八旗驻防的营制与军事训练

顺治二年五月，豫亲王多铎率清军占领南京，随即将城东部划为驻军区域。不久，多铎率大军北
撤，清廷又陆续派勒克德浑、巴山等将领率八旗军至江宁驻守，江宁八旗驻防遂正式创建。顺治六年和
顺治十七年，清当局先后两次修建江宁满城，将八旗驻屯区与江宁城内其它区域隔开。满城位于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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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清初江宁(南京)八旗驻防兵员众多、装备精良，是清廷维系江南统治的军事

支柱之一。 雍正之后，江宁旗人渐染汉俗，战斗力持续下降。 当局曾试图恢复八旗军的行围

制度与骑射训练，但因受限于江南的自然环境，成效甚微。 江宁驻防在满城内外拥有大量旗

地。旗地类型多样、分布零散，均归属八旗官方所有。自清代中叶起，随着江宁满城人口的增

长，八旗生计问题日益严重。 驻防当局虽采取迁移官兵、增加养育兵数量、出租旗地等多种

方式缓解压力，但仍无法遏制八旗兵丁贫困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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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东部，范围以原明皇城旧址为主[1]。满城西侧城墙开设西华门与小门，北侧城墙开设北安门（后门），
以便与汉人居住区相往来。
清代前期，江宁驻防的营制发生过较大的演变。顺治二年时，江宁驻防兵力为“左翼四旗满洲、蒙

古二千名，弓匠五十六名，铁匠五十六名”[2]，设有“将军一人，副都统二人，满洲协领八人，佐领、防御、
骁骑校各四十人”[3]。顺治年间的江宁驻防全部来自八旗中的左翼四旗，即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
蓝旗。康熙二十二年，江宁驻防新增右翼四旗：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兵力增加至 5046名[4]。
此后，江宁驻防的营制又略有变动。乾隆前期，江宁驻防设将军 1名，副都统 2名，协领 10名，佐领 46
名，防御 56名，骁骑校 40名，笔帖式 4名，马兵 4000名，步兵 800名，炮手 30名，弓、铁匠 164名，余
兵 600名，共计 5700余名[5]。
乾隆二十八年，清廷强令京口（镇江）驻防汉军出旗，原有官兵 3300余人被悉数裁汰。同时，当局
将江宁驻防中的蒙古八旗“领催、前锋、披甲、炮手、工匠、步甲、养育兵，共一千五百九十二名”[6]尽数调
往京口，取代被裁的汉军。留驻江宁的兵丁则为满洲旗“领催、前锋、马甲共二千八百六十三名，炮手、
匠役、步甲、养育兵共一千八百零三名”[7]，总计 4666名。此后，直至太平天国战争之前，江宁驻防的营
制未再有大的变动。
八旗驻防是清代江宁驻军中的核心力量。除八旗军外，江宁城中还驻有两江总督标下中、左二
营及江宁城守左、右二营等绿营军，共约 2300余人[8]。由于清统治者对汉人根深蒂固的猜防、歧视，
这些绿营部队不仅人数远不及同城的八旗军，武器装备也与后者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八旗军的马匹
数量远多于绿营，且其供给还能得到清廷的优先保障。如乾隆二十七年时，江宁八旗驻防实际存马
3300余匹，较定额缺少 600余匹，江宁将军容保遂奏请“将江南绿营马匹酌量匀给”[9]八旗军，以弥
补差额。八旗军还负责掌管江宁城中的火炮等重型武器。乾隆年间，江宁总共有“十五门发熕炮”，被
“放置于朝阳、太平、仪凤三门之城上”[10]。除朝阳门外，太平、仪凤二门并不在满城之中，但城上架设
的发熕炮均由八旗军管理。此外，还有“三十门子母炮及架炮车辆、驮鞍，贮藏于满城中一座空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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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人看守”[1]，这批火炮、器械亦全部掌握在驻防八旗手中。
江宁驻防须定期操演火炮、鸟枪等热兵器。乾隆年间，发熕炮“十五位，每年十月演放半个月，自初

一日起，上八日演放八位，下七日换演七位，每日每炮演放五出，共用火药一千一百二斤八两，共用铁

子一千一百二十五”。三十门子母炮则是“每年十月演放半个月，每日演放十出……共用火药八百四十
九斤六两，共用铅八百四十九斤六两”。此外，江宁驻防兵丁共有鸟枪 800杆，起初“每年演放八个月，
每月演放六次，每次五出，俱用火药铅弹打靶”。乾隆六十年之后，出于“节省铅”的目的，鸟枪演放改为
每月“三次打靶”[2]。而操演次数的减少，必然导致八旗兵丁技艺的生疏。
清朝统治者将“国语骑射”视作维系满洲民族特性的根本大计，历代皇帝对此均极为重视。在和平

时期，江宁等地的驻防官兵主要通过行围（即野外狩猎）的方式，加强骑射等军事演练。兵丁经由行围
“学习野外行走之法，马上之技艺更得熟练，又学习扎营、搭帐篷，习于勤劬，其后可得各处皆善之精锐
兵”[3]。康、雍年间，八旗军曾选择江宁东南方 160里处的茅山为乘马行围之地，由将军、副都统率领，每
隔二、三年进行一次。然而雍正十二年之后，这一例行的骑射操练被取消。当时江宁旗兵仅于每年秋收
时节后，在城郊地区“徒步行围一二次”[4]。
自康熙后期起，伴随着江宁驻防行围制度的松弛，八旗军的战斗力也逐渐衰退。这种情况的产生，

既源于承平日久的时代背景，也与江南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密切相关。江南地区河流、农田密布，无广
阔的原野，以骑兵见长的八旗军在此几无用武之地，甚至连日常的骑射训练都难以维持。此外，江南人
文昌盛、民风柔弱，江宁城市繁华、风气奢侈，来自北方的旗人久居此地，也熏陶渐染，慢慢失去了原先
的尚武之气。雍正五年，江宁将军拉锡向胤禛坦承：江宁驻防“官兵技艺、法纪、习俗等”，均不及京城八
旗精兵与前锋护军，“因约束不严，不肖之兵丁、家奴仍有闲逛汉窑、在店铺饮酒、赌博等事”[5]。乾隆年
间，江宁驻防兵丁更是“技艺骑射，率多废弛，渐失满洲本业”[6]。
面对八旗驻防武力的衰微，清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挽救。乾隆十四年，江宁将军保德鉴于“行
围者，本满洲旧俗，亦断不可废”，奏请于每年“十一月水涸之后”[7]，率八旗兵丁照旧至茅山行围训练。
但保德的这一建议似乎未被清廷立即采纳，三年后的乾隆十七年，继任的将军锡尔璱再次上奏，请求

“自本年始，每年冬至后”[8]派遣兵丁数百名，由将军与两名副都统轮流率领，前往茅山行围操练。随后，
江宁驻防的行围一度恢复。乾隆二十九年时，江宁将军容保曾奏称：“每年江宁、京口两地副都统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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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各率官兵于茅山一带共同行围演练之时，将军亦与副都统一同前往。”[1]可见，此时江宁旗兵至茅
山行围已形成定例。
然而，至乾隆后期，茅山行围之制再次遭到废弃，江宁驻防官兵每年只在离城较近的地方简单操

练一两次，难以掌握各项军事技能，尤其是对“野外行走等事甚为生疏”。此时的江宁将军等大员即使
有心恢复行围，也只是提出可率军至江宁城以东的“宝华山等地骑马行围训练”[2]，不再言及距离更
远、训练价值更高的茅山。而即便是宝华山行围，也并未真正持续下去。在嘉庆、道光年间的档案中，已
见不到有关江宁驻防官兵骑马行围的记载。当时八旗军战斗力的退化并不限于江宁等个别地区，而是
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清廷虽对此忧心忡忡，却也只能徒呼奈何。
在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战争中，江南都是重要战场，然而江宁八旗驻防已不再是清廷可以倚重的

军事力量。道光二十二年，在英军兵临江宁之际，八旗驻防几乎未作任何抵抗，清当局最终被迫订立城
下之盟。咸丰三年 3月 19日，太平军攻入江宁，江宁将军祥厚率旗兵死守满城。次日，太平军经激战后
夺取满城。城中八旗官兵、家眷等 3万余人，大部分战死或被屠杀，只有约 800余人突围生还[3]。

二、江宁的旗地与旗产

清代在江宁实行旗、民分离分治的二元管理模式，满城与一墙之隔的“汉城”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性。满城中实行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宛如一座巨大的军营，不受地方府县的管理。在理论上，满城中
的全部土地、建筑物均为八旗驻防所有。而清代江宁驻防的旗产并不限于满城之内，在江宁“汉城”乃
至城外，同样有大量土地归属于八旗官方。这些旗地既包括主要用于军事的教场、牧场，也有官员职分
田、洲田等普通的农业经营土地。
江宁满城“长九百三十丈，连女墙高二丈五尺五寸，周围三千四百十二丈五尺”[4]，是清代直省各

驻防城中面积最大者[5]。江宁满城里修筑了箭亭、教场等军事设施，并建有八旗官署、营房及寺观、祠
宇。在满城的内部格局方面，清代北京、西安、荆州、青州等地的旗人聚居区，大多按“八旗方位”进行布
局。所谓八旗方位，即将八旗分为左、右两翼，分居东、西两方，在两翼内部，“左翼则镶黄、正白、镶白、
正蓝也；右翼则正黄、正红、镶红、镶蓝也。其次序皆自北而南”[6]。由此形成两黄旗居北、两白旗居东、
两蓝旗居南、两红旗居西的格局。清代前期江宁满城的内部布局是否依照八旗方位，在方志、政书等史
料中并无明确记载，后人因而难知其详。民国时期万国鼎所著《南京旗地问题》一书，根据 1913年实地
调查的结果，将江宁驻防各旗大小官署的方位详细开列。但由于江宁满城曾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彻底
摧毁，民国初年的调查只能反映清末的情况，“非复洪杨以前之旧”。据万国鼎介绍，当时满城内官署
“地址错综，而不按旗甲排比，即此残存者，亦多清末迁地重建，疑创始之初，不致如此零乱也”[7]。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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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宁将军祥厚等奏为骁骑校波勒和讷等违例开垦坍塌城墙土坡冀图获利请旨革职讯办事》，道光三十年四月
十一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41-065。

[2] 满文原文：“uheri ilan minggan ilan tanggū funcere imari bi，sirame manju hoton i dolo sula untuhun ba labdu ofi，
hanci be tuwame meni meni gūsa de emte giyoocan ilibufi”。《江宁将军富椿奏请将江宁废弃校场地方招民开垦以利旗人
生计折》，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82-2217-006。

[3]《江宁将军穆克登额奏为江宁八旗官兵旧置芦洲现在酌量招租增息事》，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宫中朱批
奏折》，档号：04-01-03-0146-004。

[4]《江宁将军裕瑞奏请敕详勘江宁旗营教场田亩被水情形应否减田租事》，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宫中朱
批奏折》，档号：04-01-35-0605-023。

[5]《两江总督那苏图奏为奉旨查察江宁驻防牧厂各条复奏事》，乾隆四年七月初一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
01-01-0041-002。

[6][8]〔民国〕万国鼎：《南京旗地问题》，〔南京〕正中书局 1935年版，第 7页，第 8页。
[7]《钦定八旗通志》卷七四《田土志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65册，第 456-457页。
[9]《江宁将军穆腾阿等奏为江宁八旗训练马队以重操防并兴建头甲官员公署等要工事》，同治十二年六月二十八

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19-0059-004。

不能仅凭晚清民国时的记载来推断清代前期江宁满城的内部格局。
在档案史料中，透露了有关江宁满城布局问题的蛛丝马迹。道光年间，江宁将军祥厚曾奏称：“本
年四月初三日，奴才闻得有人在朝阳门迤南并正阳门之东、西倒塌裹披城墙土坡上种地……查验得镶
黄、正白、正蓝等三旗界之裹披城墙均于早年坍塌，砖块无存。”[1]据此段文字，朝阳门（位于满城东北）
以南及正阳门（位于满城正南）两侧等处城墙位于镶黄、正白、正蓝三旗的辖境内。这正与八旗方位中
镶黄旗位于东北、正白旗位于正东偏北、正蓝旗位于东南的规定相吻合。清代江宁满城内部格局很可
能遵照了八旗方位。这种各旗分居一定区域的模式，既将人员分散安置，最大限度利用了满城内的空
间，亦便于各旗内部进行军事化的严格控制与管理。
顺治年间，清廷在满城正阳门外划拨土地，设立一座教场，供八旗官兵操演训练之用。该教场面积

“共计三千三百余亩，后因满城中空闲之地多，各旗分别就近添置一座教场”[2]，正阳门外教场遂被闲
置数十年之久。乾隆三十二年后，当局将这片教场土地“招民开垦耕种，每年纳租银一千五百六十四
两，除散给官学纸笔、弓箭银四百八十两，余银一千八十四两充作洲费”[3]。但教场土质较差，“均系沙
土，非腴壤可比”。道光年间，江宁地区屡受水灾，教场也多次被淹，众佃户一度因“田变浇薄、银价高
昂”[4]而拖欠租金。
清初，当局陆续为江宁驻军划定牧地，严禁八旗兵丁在牧场以外地区纵马践食田禾。江宁驻防的
牧地有两处，分别位于城东的钟山与安徽万春湖。顺治年间，清廷“将钟山明陵禁墙外空地拨充满营兵
丁牧马厂”[5]。钟山与江宁满城相距咫尺，便于八旗兵丁就近牧放马匹。官方规定：“东由朝阳门大路起，
至麒麟门止，路北为官山，路南为民地；北由太平门大路起，至岔路口止，路南为官山，路北为民地。”[6]

钟山牧地“分为三厂，共计一万五千一百一十余亩，内除留护明陵地一千一百三十亩禁止挖掘，又除省
卫项下升科地七百九十余亩，实余地一万三千一百九十亩”。乾隆之后，清廷准许驻防旗人在本地安
葬，不必归旗返京。江宁驻防坟地也设在钟山牧场内，“其髙阜处皆可埋葬，低洼处仍堪牧马，两无妨
碍，准予公葬”[7]。
万春湖亦名万顷湖，位于芜湖、当涂两县境内，距江宁二百余里，面积“约计十余万亩”，“中心低
洼，四周略高，江潮泛涨，山水暴发，其地一片汪洋，便成泽国。潮水退后，四周露出，丛生野草”[8]。当地
“水甜草茂，最宜牧牲，且不致有妨农事”[9]，是难觅的上佳牧场，于康熙初年被拨给江宁驻防。每年三
月，八旗兵丁将马匹赶至万春湖牧放，五六月份湖水上涨后，即将马匹撤至钟山牧场。七月间，湖水消

255



[1]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五二三，第 4355页。
[2]《两江总督那苏图奏为奉旨查察江宁驻防牧厂各条复奏事》，乾隆四年七月初一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

01-01-0041-002。
[3][8]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十五《拾补》，《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 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81页，第 581页。
[4][6]《江宁将军拉锡奏请均衡江宁协领佐领地租折》，雍正六年二月初二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603

页。据《清实录》，此件满文档案中“巴三”之名当译作“巴山”，“额托渥”之名当译作“鄂屯”，参见《清世祖实录》，第 210、
214页。

[5]《钦定八旗通志》卷七三《田土志十二》，第 442页。
[7]《佚名奏报江宁驻防八旗每年盐菜及地租项下用银数目事》，乾隆二十三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汉

文录副奏折》，档号：03-0500-114。
[9]嘉庆《新修江宁府志》卷八《古迹》，《续修四库全书》第 6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10页。
[10]陈作霖：《炳烛里谈》卷上，《金陵琐志九种》，第 299页。
[11]〔民国〕万国鼎：《南京旗地问题》，〔南京〕正中书局 1935年版，第 6页。
[12]《两江总督高晋等奏请将应缴地价准在江宁八旗官兵俸饷内分作三年按月扣留司库充公事》，乾隆三十五年七

月二十一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3-0028-005。

落，则继续赴万春湖牧放，直到十月份才“收槽”[1]回营。
尽管清廷对官兵牧马有较严格的约束，但在八旗牧场周边地区，兵民纠纷仍时常发生。如钟山牧场
附近有百姓开垦土地，“逼近牧马之地”，故长期以来“兵以占垦牧地相争，民以马践田禾互竞，历有案
卷”[2]。乾隆三十三年，江宁驻防为增加收入，依照教场前例，将钟山“牧场界内柴山”也出租给民人，“年
交草租钱一百三十四千，以备春秋马租、炎帝、武夫子香烛祭品及申祝万寿之用”[3]。
江宁驻防部分官员拥有职分田与地租银收入。职分田作为一种公田，由八旗官方掌管，驻防官员
并没有所有权，不能私自买卖、转让，离职时须将其移交给下一任。据档案记载，顺治年间左翼四旗官
兵初至江宁时，“大将军巴三、侍郎额托渥给四旗协领、佐领皆分了份田，防御、骁骑校、兵丁未分。大将
军巴三之份田分给了其后所补任前来之将军、副都统等”[4]。《钦定八旗通志》亦云：“（顺治）四年题准：
江宁驻防旗员给园地三十晌至十晌不等”[5]，即每人分得约 60-180亩田地。这批旗田当系清当局强占
所得，很可能来自于原明朝官府或勋贵的田产，但其具体方位现已无考。雍正时，八旗职分田的地租总
收入为每年 2700余两[6]。至乾隆年间，已增至 3990两，具体分配情况为：“江宁将军一员，每年银八百
三十两；江宁副都统二员，每员每年银二百二十两；左翼协领四员，每员每年银二百两；左翼佐领二十

四员，每员每年银八十两”[7]。清代，江宁驻防中拥有职分田的始终仅限于左翼四旗官员。康熙时才移驻
江宁的右翼四旗官员并未分得土地，也一直没有地租银收入。
江宁“汉城”中也有部分土地归属于八旗驻防。清代江宁驻防有名为“汉城地租”一类的收入，出租

地散布于“各城内外马路、要津、桥上及状元境、旧王府、红花地、下江考棚口、汉府、城外印子山等处”。
同治九年时，汉城地租收入为 1000两[8]。这些出租地并不在满城之内，且分布十分零散。其中部分地点
为交通要道和兵丁哨卡所在地，如汉府位于满城西华门附近[9]，为满汉两城往来必经之地。江宁驻防很
可能是由于有值守汉城哨卡之责，进而取得了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桥梁也是城内重要设施，清初八旗
军进占南京后，“每过桥梁，必分营哨驻扎，禁人私渡，所以诘奸宄也。故撤防之后，城中各桥皆属旗营
兼管，凡设肆桥上者，俱纳税于将军署，谓之桥棚租”[10]。此外，还有一部分土地最初系八旗官方强夺而
来。如旧王府为朱元璋称帝前的吴王府旧址，明代建有承恩寺，后“清军入关，没为旗产”[11]。
位于江宁城以北长江中的八卦洲，也是八旗驻防的田产之一。清代江宁为省会重地，人口稠密，

“烧烟价贵，每遇连阴天气，则柴价必致倍增，官兵虽有月支之米，而设措买柴，甚以为苦。”[12]为解决八
旗官兵烧柴问题，乾隆三十五年，两江总督高晋等奏请将八卦洲买作旗产。次年，在得到清廷首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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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江总督高晋奏为上元县八卦洲芦地价银请解交内务府事》，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
档号：04-01-01-0330-019。

[2]《八卦洲清兵屯田碑》，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著：《南京历代碑刻集成》，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33页。

[3][4]《江宁将军穆克登额奏为江宁八旗官兵旧置芦洲现在酌量招租增息事》，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宫中朱
批奏折》，档号：04-01-03-0146-004。

[5]《两江总督百龄等奏为江宁旗营开缺甲兵家口养赡不敷请设法调剂事》，嘉庆二十一年二月初九日，《宫中朱批
奏折》，档号：04-01-35-0946-010。

[6][10]《江宁将军穆腾阿奏为江宁驻防八卦洲柴变价钱文分别留为修洲经费等项用请免按年造报事》，光绪元年十
一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929-067。

[7]陈作霖：《炳烛里谈》卷上，《金陵琐志九种》，第 300页。
[8]《江宁将军巴哈布奏为公置芦洲民人佃户欠租拟请酌量豁免并变通办理事》，道光十四年，《宫中朱批奏折》，档

号：04-01-16-0143-048。
[9]《江宁将军巴哈布奏请将每年旗营公洲洲租除放养赡之外余钱散给官兵以添炊爨等事》，道光十五年八月十八

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763-036。

八卦洲正式划归江宁驻防所有，“其应缴地价市平市色银一万三百二十四两，分作三年，在于官兵俸饷
内照数扣存司库。”[1]当时的八卦洲包括大、小八卦洲两部分，大八卦洲有芦地 4052亩、“随洲草滩、泥
滩”8693亩余，小八卦洲有芦地 1110亩、“随洲草滩、泥滩”1454亩余[2]，总面积为 15300余亩。由于泥
沙不断淤积，至嘉庆后期，八卦洲又新“增涨洲地三千九百余亩”[3]。
八卦洲芦地起初采取官方经营的模式，“由八旗派令官兵经管，每年收割芦柴，运给各官兵，以供

炊爨之用”。每年割捆、运输芦柴及缴纳芦课等费用，共计银 5200余两，其中 1084两来自教场地租，剩
余 4000余两则“在八旗官兵名下摊扣”。由于旗人不善经营，“不谙洲务，经费日益浩繁，扣饷较多”，给
广大兵丁增添了额外的负担。而且八旗“佐领有操演兵丁、经管兵马钱粮之责，兵丁等亦应随时听候差
操”，均不便长期驻留洲田。无奈之下，当局只得改变八卦洲“向不出租”的旧制，于嘉庆九年将“八卦洲
头尾二段租给民人种芦，每年纳租价制钱二千六百串”，充作芦洲经费。嘉庆十一年，再以“历年丈增未
产芦柴洲地一段，复租与民人试栽芦根。前五年不纳租价，至十六、十七两年，每年纳租钱四百串，十八
年纳租钱六百串，十九、二十两年，每年纳租钱八百串”[4]。
嘉庆二十年，清廷采纳江宁将军穆克登额的建议，最终将八卦洲土地全部租与上元县民人贾秉

钧。八卦洲承租者每年须上交“炊爨柴六万余束，并包办芦课运脚”[5]，还要另行缴纳“钱一万一百串，以
为修理河道、仓基及办洲官兵盘费、司事工食、纸张并放给失缺甲兵无依眷口养赡之用”[6]。
八卦洲由民人承租后，经营方式有明显的改变。在出租之前，八旗官兵每天都要用牛车将芦柴运
往满城，所过之处“黎明即闻车声隆隆，至午刻始毕”，如此日复一日，运费自然浩繁。而民人则改变运
输方式，以节省成本，此后遂“不见此牛车矣”[7]。不过，由于官方所定租额过高，加之嘉庆后期至道光年
间，江宁地区频遭水灾，八卦洲承租者难以缴清租金。贾秉钧与民人卓国珠等“先后各佃三年，俱于岁
交钱柴各有亏短”，并因此而退佃，八卦洲仍由旗员负责管理。道光十年，当局又将八卦洲租给民人殷
炳等，结果“未满三载，短交租钱二千五百串之多”[8]，依旧以退佃告终。此后，八旗官方不再出租洲田，
而是“每年派委官二三员、兵十数名轮流赴洲办理”[9]。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八卦洲惨遭兵火，“荒芜年
久，蹂躏太深，以致洲老柴稀，河道淤塞，仓基损坏”[10]，直至同治之后才逐步恢复柴薪供应。

三、旗人生计问题

在八旗制度下，旗人世代当兵，由朝廷按月发给粮饷，不能从事农、工、商等产业。由于人口增长等
因素，原有的定额粮饷渐渐不敷使用，兵丁阶层日益贫困化，八旗生计问题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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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江总督尹继善奏为酌筹江宁驻防满兵口粮请旨增银事》，乾隆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宫中朱批奏折》，档
号：04-01-01-0216-021。

[2]《户部尚书海望奏为遵议江宁将军岱林布奏请驻防八旗官兵应支本折米石银两均匀兼搭事》，乾隆三年九月二
十四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030-016。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 2册，乾隆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北京〕档案出版社 1991年版，第
527页。

[4] 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99页。
[5]《清世宗实录》卷九〇，雍正八年正月癸未，第 2册，第 213页。
[6]满文原文：“giyang ning de ceni ejen akū bime，gemun hecen i da nirude baicaci inu ejen akū”。《江宁将军德敏奏

请将江宁包衣陈汉人炮甲福增阿等出旗为民折》，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
0176-1652-018。

[7]《江宁将军穆克登布等奏为开缺甲兵家口无依请赏给养赡事》，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559-008。

八旗兵丁的兵饷俗称“钱粮”，包括饷银与饷米。清代前期，江宁驻防马兵每月饷银 2两、饷米 2石
5斗，步兵每月银 1两、米 3斗。饷米的发放分本色、折色。江宁驻防起初为每年“支给本色十个月、折色
两个月，其本色米石在于滁州、全椒等十四州县额征屯米内解支，折色每石给银七钱五分”[1]。自雍正
元年起，改为正月至四月发放本色米，其余八个月发放折银。其中，五月至十月的饷米，每石折银 1两
2钱，十一、十二月的饷米，每石折银 7钱 5分。由于米价时有波动，一旦遇到米贵时节，单纯领银难免
入不敷出。兵丁“或有不善谋生者，将所领四个月米石不以足食为计，当即以贱价售卖，至不领米之月，
复以贵价购买”，因此“受累殊多”。乾隆初年，清廷对江宁马兵的饷米领取方式进行改革，具体方案为：

将正、二、三、四此四个月每兵应支米十石，五、六、七、八、九、十此六个月应支折色银十八两
均匀分派，一年分作十次，每次每兵米一石、银一两八钱，兼搭支放，配量三十五日支领一次。至十
一、十二两月应支折色，仍照常支领。[2]

当时，驻防兵丁十一、十二两月及闰月的饷米，每石仅折银 7钱 5分，少于其他月份，“多寡既未画
一，且偶值市价昂贵，兵丁未免拮据”。乾隆十六年三月，首次南巡至江宁的乾隆帝颁布上谕：“嗣后江
宁驻防兵丁十一、十二两月并闰月折色兵米，俱着加恩，照二、三等月之例，一概给银一两二钱。”[3]饷
米折价不一的问题随之解决。除饷银、饷米外，八旗兵丁还有马干银、盐菜银、红白喜事赏恤银等各项
收入。总的来看，兵丁的待遇虽不及将军、副都统等高级官员优渥，但生活仍是相当宽裕的[4]。
然而，随着江宁旗营人口的繁衍，至清代中后期，每名兵丁需要养赡的家口数量逐渐增多，直接导

致兵丁生计陷入困境。为缓解满城中的人口压力，清廷曾采取迁移、裁减官兵等多种措施。雍正八年，
将 800名江宁八旗“余丁”（即闲散）调往浙江乍浦驻扎[5]。乾隆二十二年，强行使江宁旗营中的一批“包
衣陈汉人”（满文 booifenikan）出旗为民。这些“陈汉人”又称“旧汉人”，系康熙二十二年从北京迁至江
宁的旗下包衣的后代，分隶于右翼满洲正黄、正红、镶红三旗。至乾隆年间，江宁旧汉人既有作为八旗
兵丁，充任“披甲”（uksin）、“步甲”(yafahauksin)、“炮甲”（poo iuksin）者，也有沦为“闲散”（sula）者。当局
此时命令“在江宁无其主，查京城本佐领亦无主”[6]的包衣人出旗，意在甩掉包袱，减轻财政上的压力。
乾隆二十八年，清廷又将江宁蒙古旗官兵、家眷数千人全体移往京口。然而，留驻的满洲八旗人口
仍不断膨胀。据统计，嘉庆二十年时，江宁驻防“通共大小甲兵四千六百六十六名，各兵家口男妇大小
现有二万三千六百七十余口”[7]，总人数为 28300余，平均每名兵丁需要养赡 6人。
兵丁粮饷是普通旗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一旦兵丁去世，家中所遗孀妇、孤儿等的生计便陷入
困境。清初，江宁驻防兵丁“遇有事故，即将家口送京”，对驻防地的影响有限。乾隆二十一年后，停止将
无依家眷送京。“凡家口众多之甲兵一遇事故出缺，其家口无项可支，顿乏生计。是以历任将军遇有缺
出，先就其家有成丁、可以顶补者挑补。若家无可挑之丁，将遗缺作为公缺，在于炮手、匠役、步甲、养育

清中前期江宁八旗驻防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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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闲散内另补，仍令得缺之人每月酌出银米，帮给出缺之家，以资养赡。”但这种临时变通之法也存在
不小的弊端：“出缺之家籍得缺者帮补，另立公缺名目，即与定制不符。且得缺之人一分钱粮，令其分养
两家，亦不敷差操费用”。嘉庆二十一年，当局决定将部分八卦洲租金用于养赡无依家眷。当时共有孀
妇、孤儿等 2113名，其中“十六岁以上为大口，共一千六十名口，每月每名口给制钱四百文，十五岁以
下为小口，共一千五十三名口，每月每名口给钱二百文”，一年共需钱 7615串 200文[1]。
满城人口的增长还使得居住环境渐趋恶化。江宁满城中，各级官员衙署、兵丁住房均有定数：“将
军衙署二十五间，副都统衙署二十间，协领衙署十五间，佐领衙署十二间，防御衙署八间，骁骑校衙署

六间。领催、前锋、马甲，营房俱各两间。”[2]这些房屋大多始建于顺治年间，至清代中叶，由于年久失修，
“倒塌损坏者亦不少，因滋生人口众多，或有二、三户混居一处者”[3]。乾隆二十八年，江宁蒙古八旗移驻
京口后，当局将他们留下的官员住房 42座、兵丁住房 1944间[4]全部转交满洲旗官兵，以期缓解满城中

渐趋严峻的居住问题。但由于此后并未大规模新建营房，加之满城人口的持续增长，城内居住条件仍
日益恶化。嘉庆年间，江宁共有“八旗满洲大小甲兵四千六百六十六名，住房一万八百三十七间”[5]，平
均一名兵丁有住房两间余，与清初的定制基本相同。然而此时家眷的数量较之清初已经成倍增长，江
宁旗营总人口也已增至近 3万，其人均居住面积大幅下降之趋势已无法避免。
旗营中有大批成年男子因无法挑补兵缺，成为无饷无差的“闲散”。闲散及其家眷没有收入来源，
生活较普通兵丁更为窘迫。清廷为缓解闲散壮丁的生计问题，从中挑选部分人作为“养育兵”，发给少
量粮饷，使其聊以度日。雍正十年，当局在江宁余丁 1350人中“选取满洲五百名、蒙古一百名，共挑额
外兵六百名，每月各给饷银一两五钱”[6]。但此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闲散日益增多的问题。雍正之后，八
旗闲散的数目继续增长。乾隆三十三年，在蒙古旗官兵迁往京口后，江宁满洲旗仍有闲散 1100余名[7]。乾
隆末期，江宁养育兵为 750名，而当时满城内闲散多达 2551名[8]。嘉庆时，当局又将江宁养育兵数量提
高至 1500名[9]，这一数字已达到财政所能承受的极限。
道光年间，清廷为安置八旗闲散，又另辟蹊径，决定由闲散旗丁挑补江宁地区的绿营兵缺。具体做

法是：“俟绿营各兵开革事故缺出，四缺轮一，以第四缺挑补闲散”，总共可挑补闲散 372人。闲散被挑
中后，即领取绿营兵饷，“一切训练、约束及升转、降革等事，宜恪遵谕旨，由该营将弁照绿营章程一体
办理。如有滋事干涉地方者，亦照绿营例，交地方官惩办。”当局又恐此举会混淆满、汉界限，特地规定
凡入绿营当差的八旗闲散，不得移住“汉城”中，而是由绿营将领“将挨日轮当之差预为派定，饬各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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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值。倘遇暮夜猝轮差使，则有小门、西华、北安三门为满汉界城，与外城有间。似应略为变通，由该营
传知该三门守城官兵，无论何时，俱准查明放其出入”[1]。一旦差事完毕，闲散们仍回满城家中住宿。如
此一来，八旗闲散仍隶属旗籍，入绿营当差不过是点卯应景而已，国家经制兵额，竟沦为一种福利性的

赏赐，对军队战斗力的负面效应可想而知。而此次由八旗闲散补绿营兵缺，因人数有限，仍无法挽救八
旗生计恶化的颓势。
为缓解八旗生计问题，当局想方设法扩大财源。清初，江宁旗地与旗产仅有一小部分用于经营，而
自乾隆中期起，越来越多的旗地被租给民人。如前文所述，乾隆三十二年之后，满城正阳门外教场土地
被出租，乾隆三十三年，钟山牧场内柴山也被租给民人。乾隆三十六年，八旗驻防将八卦洲买作公产，
以供给柴薪。此外，据光绪《续纂江宁府志》记载，江宁驻防另有名为“城三门河鱼藕租”与“将军署旁园
地租”的收入。方志中对这两项租税所记甚略，仅谓“数皆无多”[2]。而“城三门河鱼藕租”等亦见于档案
史料，可补方志之缺失。乾隆三十四年，江宁将军容保奏称：“此外，又有上缴将军衙门之麦豆、池中所
养鱼、莲藕等项，经奴才变卖折价，本年已得银一百五十余两。即折价中等之年份，亦可得银百两。”[3]

这笔收入较之教场地租等，确实为数不多。鱼、藕的养殖地点，很可能是在满城周边的朝阳、正阳、通济
“三门”外的护城河中。
江宁驻防的多项开源之举均出现于同一时期，绝非偶然。事实上，在乾隆中后期，将旗地出租的八

旗驻防并非江宁一地。如乾隆三十四年，杭州驻防就将牧场“六万四千余亩，交地方官召佃征租”[4]；乾
隆四十年，西安驻防亦将牧场四百八十顷“交地方官召民垦种升科，以作官兵红白赏恤之需”[5]。旗地出
租成为普遍之举，说明各地驻防均面临着严峻的八旗生计问题，不得不采用各种手段增加收入。此外，
江宁旗地均属于八旗官方所有，驻防兵丁并无自己的份地。各项旗地收入亦由官方统一支配，大多用
作官兵公务开支、八旗官学经费及兵器维修、孤寡人口养赡等公共性事务。而普通旗人的收入没有显
著的增加，兵丁贫困化的趋势并未得到遏制。

清代，八旗军以异族征服者的姿态进驻江宁，强行攫取城内外大批土地，改变了城市的旧有格局，

也引发了严重的旗民矛盾。此后，清朝统治者虽极力维系八旗驻防的武力与民族特性，但因承平日久，
武备松驰，江宁八旗军不仅战斗力大为下降，而且就连其“国语骑射”之传统，也因旗人与本地民人往来
频繁、渐染汉俗而日趋式微。随着江宁满城人口的增长，旧有的定额粮饷已不敷使用，兵丁贫困化的现
象日益突出，但八旗制度的束缚，却使得旗人不仅无法从事生产，也不能自由选择职业，无法摆脱困境。

〔责任编辑：肖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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